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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“数字经济”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，通过数据的获取、存储、加

工、传输和应用，驱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，不仅推动了传统产

业的转型升级、加速了新兴产业的兴起，而且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

资源、重塑全球经济结构、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。数字经济

为中国带来了“弯道超车”机遇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数据要素市场化举

步维艰、数据确权难题频现、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、与实体经济融

合程度低、相关人才短缺等巨大挑战。应对这些挑战的最重要措施便

是提升创新能力，本文通过回答什么是时代需要的创新、谁来创新、

创新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这三个问题，指出了目前中国推动数字经济

创新发展几个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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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视创新中的制度问题 

熊彼特认为，创新就是要“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”，即“生产

要素的重新组合”，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

件的“新组合”引进生产体系中去，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

“新组合”。这种对创新的定义让人们一提到创新就很容易联想到技

术创新。但仅靠技术创新无法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，尤其是难以

突破当前在数字经济条件下高端芯片、软件、算法等领域“卡脖子”

的限制。因此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，更是一

个制度问题。 

工业革命极大影响了人类的进程，但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

命，更是一场制度革命。工业革命的代表事件是蒸汽机的改良，但蒸

汽机并不是工业革命时期才出现的，在工业革命爆发的数十年前，它

就已经在英国的采矿业中被大量使用了。之所以在 100 年后带来了整

个工业体系的变革，更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推进。英国资产

阶级革命催生了保护产权与创新的一套法律和战略体系，特别是专利

法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创新。而伴随着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的

扩大，一大批保护贸易的商法也应运而生。也就是说，英国工业革命

的前导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及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。伴随着专利

制度的退出以及一系列贸易制度的实施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，创新及

新技术的被鼓励推广。因此英国的工业革命表面上是以蒸汽机为代表

的技术革命，本质上却是一场制度革命。而中国过去 40 多年以来的

经济快速发展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改革开放带来的。 

由此可以推断，当前中国数字经济领域面临的问题也更多的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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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制度问题，其中一个经典问题就是数据确权。数据产权和工业化条

件下的产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，它具有两个特点：一是不完全排它性，

二是可再生性，所以确权问题一方面涉及数据的初始提供者，另一方

面涉及数据的再改造者，使得数据产权难以界定。除此之外，如何在

数据保护与数据开放共享之间取得平衡以解决数据孤岛化和碎片化

的现象、如何保护数据的安全隐私、如何规制垄断地位、如何针对数

字经济的特点重新审视反垄断与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诸多问题都

亟待研究和解决。现行制度体系完全是基于传统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

一套产权保护体系以及相关的规制体系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太适应

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活动，以上这些问题正强烈呼唤着对有关

产权的法律体系和有关政府规制的体系作出根本性变革。 

当前中国的数字产业化、产业数字化面临很多的问题，不仅有创

新侧的问题，也有产业侧的问题，还有创新侧向产业侧转变、创新产

业融合的问题。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解决这些问题，技术创新固然很重

要，但制度创新更为重要。 

二、摆正政府和企业在创新中的位置 

熊彼特认为，创新一般包括产品创新、技术创新、市场创新、资

源配置创新、组织创新这五个方面的内容，创新的发生使得市场经济

呈现为创造性破坏过程，创新实施主体就是市场中的企业家。质疑者

认为，技术赶超往往风险巨大且需要大量持续的研发投入，在具有较

强公共品供给特征的技术创新领域中，会产生市场失灵问题，导致数

字经济当中一些关键技术的创新很难由个体的企业来突破。例如，在

目前中美科技脱钩、“卡脖子”技术阻碍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下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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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组建“国家队”来集体“攻关”，突破科技创新中的风险。 

解决谁来创新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创新的不同环节。第一个

环节是基础研究阶段，这一环节基本属于纯公共产品性质，一般由政

府主导或者非盈利性结构如大学、科学院的研究机构或实验室完成；

第二个环节是应用开发阶段，属于准公共产品性质，基本上也由政府

主导，通常会适当引入企业参与；第三个环节是中间实验阶段，也具

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，由政府与市场共同协作来完成，其中政府会扮

演更重要的角色，目前在深圳、苏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，都存在由政

府与市场合作建立的实验室；第四个环节是实现商品化转化阶段，偏

向私人产品性质，第五个环节是大规模产业化阶段，属于私人产品性

质，最后这两个环节的创新活动一般由市场里的企业来完成。由此可

见，在这五个不同的创新环节里面，政府和市场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因

为创新是由不同的阶段组成的，所以单纯由政府或者企业来引导创新

都是不完全的，政府和市场应该各司其职，错位和越位都会影响创新

效率。 

三、培育创新呼唤的制度企业家 

在熊彼特看来，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企业家具有创新精

神。企业家的工作是通过生产要素的“新组合”实施“创造性的破坏”，

即破坏旧的结构、创造新的结构，在具有敏感边际行为的市场当中应

用新技术，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。 

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；冒险是企业家的天性；合作是企业家的精

华；敬业是企业家的动力；学习是企业家的关键；执着是企业家的本

色；诚信是企业家的基石。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，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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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“市场活力来自于人，特别

是来自于企业家，来自于企业家精神”。显然，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

活动应该是由活跃在市场竞争中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经营者即企

业家完成的。 

在数字经济时代实施创新，既需要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家，也需

要制度企业家。创新是企业家的天性，以往认知的企业家，往往强调

技术研究性，但由于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的特殊性，所以除了强调技术

创新，更强调制度创新。而制度创新除对微观主体的行为、组织结构

调整，以及对一些治理框架的设计以外，还要变革传统工业体系下产

权保护和产业规制的思维。由于政府具有规模经济效益，这些制度的

构建不仅要依靠市场上的企业家，更要依靠作为第三方的政府。但是

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企业家的情况下并非始终是中立的，在这其中可能

会出现诺斯悖论问题，即政府既可能界定出一套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产

权制度，也可能会导致无效率产权结构长期化。通过制度创新激励和

保护技术创新，不仅需要市场里的企业家，而且需要制度企业家。 

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，昆山开发区从自费开发到省级开发再到国

家级开发区的演变，验证了政府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着特殊的政

治企业家角色，在沟通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变

迁需求中发挥了制度企业家的作用，解开了中国增长之谜。该案例通

过具体构建了一个中国制度变迁三阶段转换模型，证明了中国的制度

创新是一个市场当中的企业家和政府中的制度企业家合作的过程，二

者缺一不可。如果政府行为滞后，很有可能会导致市场中出现的新产

业萌芽被扼杀在摇篮当中。传统的工业化情况下产生的产权保护逻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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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着巨大挑战，制度企业家被更多需要

来推动制度创新。制度企业家在地方政府层面往往是最有活力的，在

过去若干年中，深圳、苏州等地区的政府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有这种

动机和能力与企业合作，通过新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来创造新产权。因

此在数字经济时代下，创新更加需要市场当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当中的

制度企业家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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